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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转变
中心性与控制力研究

——兼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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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是近年来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首先从网络拓扑结构角

度讨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其次，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复

杂网络方法、改进后的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对城市网络进行测度。结论指出：① 递归理论

用于城市网络分析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其适用于树形结构、而不适用于局部存在完整图

的网络结构的测度；② 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小世界现象，人口流动空间格局

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与重要交通设施

对人口流动网络产生框架性的导向作用。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大理一线是关联结构

与强度空间差异的明显界限。③ 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更能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属性特

征，和辨识资源流通对网络城市产生的不同影响与空间效应。城市网络中既包括北京、上海、

重庆、广州等以高中心性高控制力为特征的典型城市，也包括武汉、太原、贵阳、福州等高中心

性低控制力的枢纽城市，和兰州、银川等低中心性高控制力的门户城市。因此，转变中心性和

控制力概念对加深城市复杂多样化内涵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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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化作用下地方空间与流空间的共存促使地域空间结构从等级化转向网络化[1]。作
为一种新的地理空间现象和研究范式，网络通过代理人将城市联系在一起，组织其中要
素的流动、互动、生产，为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力。以高级生产者服务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APS） 的企业空间组织为城市联系的代理人，连锁模型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是近年来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2-3]。经济联
系显然不足以全面揭示城市网络的特征和内涵，基于交通运输流[4-5]、知识网络[6-7]、非政
府组织[8]等视角的研究，弥补了APS数据过于强调企业组织的垂直关系、难以涉略现实
中边缘城市的不足。

城市地理学者认为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是指挥和控制全球资本的基点和中心[9]，网络
分析方法得以大量用于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 WCN）研究中[10-11]。网络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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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体现在其连通性、控制性和不可或缺性等诸多方面，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紧
密中心性等一系列指标则是揭开这些特性的有效手段。度中心性类方法通常用于布尔矩
阵数据构建的无权网络，测度的是网络拓扑结构，这极大弱化了流的权重差异。加权网
络不对矩阵数据进行二值化处理，保留了权值。因此加权度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
（eigenvector centrality）、测试中心性（beta centrality）等方法在评价网络城市的地位与位
置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12-13]。

不仅在网络权重角度，现有研究依然缺乏对于网络城市属性的辨析和界定[14]。多数
WCN研究认为，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城市有利于其对资源、信息的集聚或扩散，促进与
其他城市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互动，也意味中心城市在网络中拥有更强的控制力，对资
源要素的流动施加影响力[15]。然而，网络拓扑结构赋予城市节点属性与能力的高低差异
却被低估和忽视。Cook对行动者网络分析时指出，当关注经济交换时，交换中处于主导
地位的交换者（控制力更强），要比拥有大量潜在机会的交换者（中心性更高）更容易控
制和影响交换行为[16]。另一方面，Emerson从社会交换理论出发，认为控制力不是仅仅简
单地来自于一个人的直接联系，而且依赖于联系对象的直接联系[17]。

作为对网络城市中心性认识与测度方法的深化，Zachary 提出了递归中心性
（recursive centrality, RC）和递归控制力（recursive power, RP）理论[18]，后更名为转变中
心性（alter-based centrality, AC）与转变控制力（alter-based power, AP） [19]。Neal 认为，
在世界城市网络中，中心性包含了两个联系紧密又相反的过程：一方面是信息、资本、
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向世界城市集聚，另一方面是资源要素由世界城市向外扩散。因此，
中心性是资源集聚与扩散的统一。控制力是城市在世界资
源流动中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一个城市的控制力是由其在
网络中的位置和功能所决定。在Neal绘制的两种假设的世
界城市网络结构中（图 1），他认为相比较之下，较大网络
（图 1a）的中心节点是“中心的，但缺乏控制力”，较小网
络（图 1b）的中心节点是“有控制力的，但相对缺乏中心
性”。Neal通过递归（recursion）解释了城市中心性和控制
力不仅依赖于可以有效调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同时依赖
于其拥有的、有联系的那些分支中的资本容量（如经济、
文化及其他类似表征）。这一方法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与讨论[20-21]，中国学者近年来也进行了理论引入[22]与实证
研究[23-24]。

全球经济重构过程中高技能职业人员和管理阶层的全球迁移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
的重要侧面并引起了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25]。不仅是国际劳工，次级市场的密集型劳动
力，对城市产业及区域经济的影响同样举足轻重。基于人口流动研究城市网络的意义在
于：首先，人口要素是城市间资源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是一种生产要素的空间
再配置过程，其发生和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26]。单个城市自身社会分层
的流动性有限，社会成员的流动往往通过地理空间上的流动来实现；其次，人口流间接
反映了城市的经济联系。在城市网络中，各种企业及组织间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横向、
纵向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构成了人口流动网络存在的基础[27]。因此，以业务往来为目
的的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经济联系；再次，人口流动通常附带着社会、
经济价值。无论目的是工作、旅行、探访或迁居，人口流动意味着消费能力的增加，间
接反映了城市间的资本流。因此，人口流是城市网络关联性的重要表征。

图1 两种假设的世界城市网络

结构
Fig. 1 Two hypothetical world city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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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城市体系研究通常采用属性数据，其虽揭示了城市的重要性，但突出强调城
市发展的静态结果。应用关系型数据的网络研究关注于城市发展的动态过程和交互效
应。然而官方往往无法提供研究所需的关系型数据[28]，关系型数据的缺失也被称为城市
研究的“阿克琉斯之踵”[29]。进一步，传统普查数据已难以反映当前中国快速城镇化下
流空间的变化特征与城市间日益复杂的交互关系[30]。例如在以往人口流动相关研究中，
数据多来源于普查和年鉴。受统计口径限制，研究以大尺度的静态分布特征、长期演化
规律为主，同时在时效上存在滞后性。信息化时代下，GPS、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LSS（Location sharing services）等技术的发展，使包括地理位置、社会属性、移
动轨迹、迁移过程和交互模式等信息的人类时空行为数据的综合、连续观测成为可能[31]。
人口流动的时空特征通过大量且复杂的移动智能设备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为城市网络
研究提供了足量、足精度的实测流数据支持。

尽管在现实发展中，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城市网络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32]，但在研究
进展上仍与西方学者存在一定距离，以方法沿用的实证研究为主，缺乏针对中国特殊发
展背景的理论框架构建与方法创新，同时对沿用方法的理解与反思也依旧不足。本文首
先将基于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理论提出研究方法的疑问，并进一步论证，对递归理论应
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进行讨论。以上工作旨在厘清这两个在城市网络研究中具有
前景、并受到国内外学者日益关注的概念的内涵，为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方法的深入与创
新抛砖引玉；其次，基于百度迁徙中国人口省际流动大数据构建城市网络，通过复杂网
络分析方法分析网络的关联性，利用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方法对城市的属性特征和等级
差异进行辨识。从研究视角上，弥补了以往城市网络研究重企业组织、轻社会关系的不
足；在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上，覆盖中国地级行政区，将以往基于高级服务业的城市网
络研究中，难以涉及的一般城市、边缘城市纳入测度中，以求对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网络
进行更为全面和多角度的解析。

2 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

2.1 问题的提出
转变中心性（AC）和控制力（AP）的公式为：

ACi =∑
j

Rij × DCj （1）

APi =∑
j

Rij

DCj

（2）

式中：Rij是城市 i和城市 j的连接强度；DCj是城市 j的度中心性。
Neal在2011年提出该理论时，使用的是递归中心性和控制力名称[18]，随后Boyd等指

出，“Neal基于理论推理的方法论创新用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仍存在不确定性，让人疑
惑。主要问题是他的递归中心性和控制力根本不是递归，因此实用性非常有限”[20]。对
此，Neal在2013年将名称改为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但公式不变，并针对自身方法存在
的局限性做了解释[19]：首先，尽管在计算公式上并未使用递归的数学方法，但递归突出
在概念意义上，因其每个点的中心性（控制力）作为其他与其相连接点的中心性（控制
力）的一个基础影响因素；其次，递归的一个关键意义在于其实现了一个概念上的递归
同时，避免了在数学上计算递归的复杂性。

然而，Neal的测度方法是否真的如最初名称一样基于递归理论引申而来，并如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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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现了一个概念上的递归？其公式与递归到底有何种关系？Neal或质疑者均未深入论
证。基础问题没有厘清的结果是，尽管作者在2013年已经更换了名称（或者说通过更换
名称回避了其递归所引起的异议），而此后国内外实证研究中仍主要是沿用着递归中心
性、控制力的名称。显然作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中心性与控制力的后续理论深入
显得匮乏，多专注于实证应用，而对于概念问题的模糊处理造成了理论应用的模棱两可。

第二，递归是目前多学科探索网络结构的有效方法，相关研究如递归神经网络、递
归机制[33]、递归均值聚类方法[34]、二进制递归网络[35]，并应用于全球网络节点重要性评
价[36]、城市交通网络测度等方面[37]。城市网络是一个巨量的复杂网络，而递归作为一种
将大型复杂问题层层转化为一个个与原问题相似的简单问题来求解的有效方法，在网络
研究中有其优势之处，那么递归算法是否适用于城市网络的测度？进一步，正如Neal的
方法考虑了关联城市对于测度城市影响，那么是否可以延伸至下一层、再下一层关联，
继而完全遵循递归，对整个城市网络进行遍历求解？

基于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将对递归在城市网络研究中的条件性和Neal理论中的“递
归成分”进行讨论。
2.2 论证

递归一般用于解决3类问题：① 数学公式、数列等的定义是递归的，如Fibonacci函
数；② 问题解法按递归实现，如回溯；③ 数据结构形式是按递归定义的，如树的遍
历，链表。

应用递归来解决的问题必须同时满足
两个条件：① 可以通过递归调用来缩小问
题规模，且新问题与原问题有着相同的形
式。② 存在一种简单情境作为边界条件，
可以使递归在简单情境下退出。

递归适用于树形结构网络的测度：在
图 2a中，存在如 C 与 H 的互为父子的节点
关系。而 A 是根结点（root），是树中唯一
没有父节点的节点，D、E、F、G、I、K是
整个结构中没有子节点的叶节点。因此该
树形数据可用框形图表示其所属关系（图2b）。在使用递归计算A的参考值时：

value(A) = value(B) + value(C) + value(D)

=[value(E)] +[value(F) + value(G) + value(H）] +[value(D）]

={value(E)} +{[value(F)] +[value(G)] +[value(I) + value(J)]} +{value(D)}

={value(E)} +{[value(F)] +[value(G)] +[value(I) +(value(K))]} +{value(D)}

（3）

可见，根节点A的值是使用叶的值递归而来。通过子来求父的计算过程是典型的递
归算法。然而以人口流、信息流表征的城市网络，都存在大量局部完整网络。例如百度
迁徙数据中，北京、天津、上海、杭州任意两城市间均存在人口流动，构成了一个完全
图（图3a）。这种局部完整网络是非线性而不是树状结构，利用框形图来表示可以看见网
络是复杂交叠的（图3b）。

如果依然利用递归计算A的参考值：
value(A) = value(B) + value(C) + value(D) （4）

value(B) = value(A) + value(C) + value(D) （5）

根据递归的循环调用将式（5）带入式（4），由于C、D两点与A、B均直接关联而

图2 树形数据的树形图和框形图
Fig. 2 Dendrogram and frame of tree-data

1035



地 理 学 报 72卷

重复计算了 value(C) 和 value(D) ，一级关联中

存在的 value(C) 和 value(D) 在二级关联计算中

又由 value(B) 重复代入，最终计算无限循环。

可见递归并不适用完整网络的测度，其原因

是：递归需要有边界条件、递归前进段和递归

返回段。当边界条件不满足时，递归前进；当

边界条件满足时，递归返回。而在节点都互相

连通的完整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点都能找到

边界条件，因而会导致递归的无限循环。

其次，讨论Neal中心性及控制力理论中的

“递归成分”。公式中涉及的参数如图 4a展示，

城市 i与 j的度中心性及二者的关联强度。递归

的根本是一种调用的循环—调用函数自身来解

得自身，这亦不同于递推（中国有学者将Neal

的 recursive翻译为递推[24]），递推是循环调用一

个可重复的简运算（规律）来描述和解决复杂

问题。由于在Neal的方法中城市 j关联城市的

权重不被考虑，而 j的度中心性只是其自身的

一个属性，因此Neal的公式计算了城市 i的一

步关联结构，其原理与特征向量中心性、

PageRank、Katz中心性是一致的。但Neal的理

论及公式与递归（或递推）无关，更达不到其

“实现了一个概念上的递归”的解释。在图 4b

所示的二级关联网络结构中，若 k作为网络的

叶节点，且计算过程中涉及了算法的调用，则

可称为递归。

最后，若Neal的方法遵循递归进行计算，

即严格意义上的递归中心性与控制力是否合

理？为了解决无限循环的问题，可以对完整

网络进行遍历计算。遍历算法是指沿着结构中

的某条搜索路线，依次对树中每个结点均做一

次且仅做一次访问。在一个无向加权完整网络中（图5），节点的递归中心性（RC）计算

过程为：
对于A：RCA = RAB DCB + RAC DCC + RAD DCD + RDB DCB + RBD DCD + RDC DCC

= 10 × 3 + 10 × 3 + 10 × 3 + 5 × 3 + 5 × 3 + 5 × 3
= 135

（6）

对于C：RCC = RCA DCA + RCB DCB + RCD DCD + RDA DCA + RAB DCB + RCD DCB

= 5 × 3 + 5 × 3 + 5 × 3 + 10 × 3 + 10 × 3 + 10 × 3
= 135

（7）

计算结果RCA＝RCC。显然遍历递归同普通递归一样也不适用于完整网络的测度。遍

历算法解决了无限循环的问题，但由于网络的连通性，使得计算时遍历整个网络而导致

结果没有区分度。可见递归应用于城市网络的测度是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的，其适

图3 无向完全图的结构图和框形图
Fig. 3 Architecture and frame diagram of undirected

complete graph

图4 一级和二级关联结构网络
Fig. 4 One level and two levels interconnection

structure network

图5 无向加权完全图
Fig. 5 Undirected weighted complet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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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树形结构数据而不适用于完整网络的测度。
使用Neal的方法只考虑一级关联结构计算图5时，可见这一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性：

对于A：ACA = RAB DCB + RAC DCC + RAD DCD

= 10 × 3 + 10 × 3 + 10 × 3
= 90

（8）

对于C：ACC = RAC DCA + RBC DCB + RCD DCD

= 10 × 3 + 5 × 3 + 5 × 3
= 60

（9）

2.3 小结
首先，完全意义的递归概念用于测度城市网络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适用于如

企业组织中垂直关系的树形网络。在包含局部完整网络的城市网络中，由于存在大量的
局部节点间相互连通的情况，递归将导致计算过程的无限循环，因此其不适用于人口
流、交通流、信息流为代理人的城市网络的测度。这篇文章利用较大篇幅梳理递归用于
城市网络的条件性的目的是，本文认为递归可能将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前进方向之一，
同时目前国外也展开了相关研究。前文中Neal指出其“递归”避免了在数学上计算递归
的复杂性，但事实上，递归的优势在于用有限的语句来定义对象的无限集合，只需少量
程序就可描述出解题过程所需要的多次重复计算，是一种大大减少计算复杂性的算法；

其次，Neal的“递归理论”与数学上的递归概念不存在任何关系。其中心性与控制
力公式中，既不包括遍历求解的过程，也不存在相同解法的调用。厘清这一概念，将对
今后使用此方法的学者起到指示作用。梳理中心性与控制力概念的内涵，不难发现，其
理论依据基本源于前文所提Cook和Emerson的理论[16-17]，计算方法借鉴了测试中心性。
同时，尽管Neal并未解释其表述的“递归中心性与控制力并非基于一个全球城市的测定
方法所提出的，其显然是一个局部的测度方法（local measure）”[19]中“局部”所限定的
目标，但这个局部显然不是地域范围的界定，而是网络拓扑结构关联层级的限定；

最后，通过式（8）和式（9）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由于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考虑
了关联城市对于测度城市结果的影响，因此较以往研究方法对于网络关联特征的考虑更
加深入。由于Neal的方法并非递归，同时在城市网络研究中具有一定优势，故下文将利
用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对基于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城市网络进行测度，这与递归算法不
适于人口流动网络研究不存在矛盾关系。

3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迁徙。百度迁徙基于定位服务技术、通过手机用户的定位信息

映射人口流动轨迹，塑造出人口流动过程的路径与强度。其数据有效性在于：通讯是人
类出行中的最基本需求之一。工信部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12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数达
13.06亿户，手机用户普及率达95.5部/百人[38]；Google发布的消费者网络行为报告显示，
2015年上半年中国大陆智能手机使用率已达 74%[39]，可见智能手机与人口契合度极高。
百度LBS开放平台为数十万款APP提供定位服务，覆盖数亿手机用户。在数据精度上，
达到了个人层级，同时能够摒弃公路、铁路、航空等单一运输模式造成的数据片面性，
从而获得城市间人口流动的综合判断，对中国城市网络的指示意义更为明显。

尽管人类的社会活动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但这种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范围是有
限的。当累积足量的个体空间行为轨迹，并通过叠加、过滤后，数据中的群体特征即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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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利用百度迁徙数据，魏冶等选取对外联系度、优势流、城市位序—规模分析等
方法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特征进行分析 [40]，刘望保等从人流集散层级、人口流动与

“胡焕庸线”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41]。
研究时间为2015年3月19日-4月30日，共计46天。原始数据为中国367个空间单元

之间逐日人口流动的起止城市和强度，除地级以上行政区划外也包含港、澳、台北及部
分县级市。同时，除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外均不包含同省份城市间的人口流动，仅限
异省（直辖市）城市之间的人口流。为规范研究对象，只保留大陆地区地级及以上行政
区划的人口流，并将新疆、西藏、青海三省省内流数据剔除。因此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
4 个直辖市和 333 个地级行政区划（包括 292 个地级市、30 个自治州、8 个地区和 3 个
盟，截至2016年9月中国大陆地级行政区共计334个，本文研究中仅不含三沙市），共计
337个空间对象。处理后数据为 31820条基于人口省级流动的城市关系流，承载了 46天
内3853.5万人次的人口流动。

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加权对称矩阵表征城市网络，T＝（Tij），Tij为城市 i到城市 j的
人口流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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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城市 i与 j之间动人口流权重Rij计算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式中城市连接强度参数，则：

Rij =
T T

ij + Tij

2
（11）

需要指出的是，应用百度迁徙数据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移动数据只记录了
特定人群的时空轨迹（如百度迁徙只采集了使用百度定位服务APP的手机用户数据），因
此识别出的人口流强度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其次，百度迁徙数据不含流动个体的社
会经济属性、流动目的等个人信息，也无法辨识多次移动的空间特征，但正如刘望保学
者指出的，其全面的刻画出人口流动的动态过程，其中蕴含的丰富时空行为信息也是传
统数据难以企及的[41]。因此，大数据一方面为城市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另一方面其自身存在的缺陷、不确定性导致的研究结果中可能
存在的误差，也需要随着研究的深入进一步论证和检验。
3.2 城市间的依存关系

特大城市及其卫星城之间往往存在大量通勤人口，由于百度数据提供的是人口省际
流动，因此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直辖市与其周边城市之间。研究期内，廊坊与北京人口
流强度占廊坊人口流关联总量的高达 74.5%，而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城市，其度中心性
高于一般城市。因此在廊坊的转变中心性结果中，仅北京—廊坊的关联权重与北京度中
心性的乘积，就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廊坊中心性因子。不可否认，现实中卫星城较其相同
规模、空间相对独立的城市更容易获得发展资源，但从廊坊计算过程来看，显然这一中
心性因子与其现实中受惠的优势不对等。对此类中心性结果难以真实描述城市网络地位
的现象进行修正，加入依存度参数dij：

dij = Rij /WDCi （12）

式中：WDCi为城市 i的加权度中心性，即关联人口流的总权重。修正后转变中心性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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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力公式为：

ACi =∑
j

(1 - dij)× Rij × DCj （13）

APi =∑
j
( )1 - dij ×

Rij

DCj

（14）

加入依存度参数是针对本文数据中个别直辖市与卫星城之间存在大规模潮汐流、绝
大多数城市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省际潮汐流现象而导致的计算结果“失真”进行的改
进，但研究方法的本质及模型主体仍沿用了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理论。在测度城市中心
性（控制力）时，由于考虑了关联城市对于测度城市的影响，因此也需要考虑二者之间
的地位差异、关系特征对于测度城市计算结果的影响，不加区别的直接将原公式应用于
本文数据显然是不合理的。由于原始数据中缺失出行目的等属性信息，所以无法在数据
处理步骤上解决潮汐流导致的强度统计口径不统一的问题。加入依存度后，尽管仍无法
完全规避这一现象，但使得整个网络城市的中心性和控制力结果趋于收敛。相比较而
言，资源关联均衡的城市的地位将提高，而卫星城的地位将显著下降，这显然更符合城
市的实际发展情况。

4 基于人口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关联结构

4.1 网络概述
基于人口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平均度中心性为189.5，加权度中心性为228717.6，即

每个城市平均直接关联城市数为190个，关联人口流22.9万人次。度中心性前十位城市
分别为北京 （331）、重庆 （330）、上海 （327）、天津 （316）、西安 （316）、杭州
（310）、成都（309）、郑州（305）、武汉（304）和深圳（303）。前十位城市平均度中心
性为315，即与全国九成以上（93.5%）的城市均存在直接关联。加权度中心性前十位城
市分别为北京（753.4万人次，后同）、上海（509.3）、天津（283.4）、苏州（235.5）、重
庆 （222.4）、廊坊 （219.1）、广州 （150.4）、南京 （129.3）、深圳 （127.8） 和杭州
（123.5），最小值城市克孜勒苏仅为91人次，可见人口流动的空间异质性显著。

小世界具有大部分结点可以从任意其他点经少数关联就可到达的特性。聚类系数和
平均最短路径可以共同揭示小世界效应的存在。如果一个图的平均聚类系数显著高于相
同数量节点生成的随机图，且平均最短路径与之相近，那么这个图被认为具有小世界的
特性。其中平均聚类系数给出关于一个节点抱团的总体迹象，衡量节点嵌入临近点的程
度；平均最短路径是两点之间的平均图距离。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城市网络平均聚类系
数为0.710，远高于同节点数量下随机网络系数（0.048）；平均最短路径为1.436，略低于
随机网络（1.455）。可见，城市网络存在小世界现象，表明网络局部具有较明显的簇结
构特征。
4.2 城市网络的簇结构

簇结构网络是指聚类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聚类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更加复杂的系
统，高平均聚类系数的网络具有簇结构特征。模块化（modularity class）是一个基本的
聚类算法[42]，通过计算，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中共包括7个簇结构。按照城
市数量可以分为国家级、区域级和地区级3个等级。3个国家级簇结构包括（表1）：由广
州、深圳、武汉、东莞、郑州、长沙等82个城市构成的华南簇；由北京、天津、沈阳、
哈尔滨、长春、济南、太原等 74个城市构成的华北东北簇；由重庆、成都、昆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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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乌鲁木齐、拉萨等70个城市构成的西南
簇。两个区域级簇结构分别为主要覆盖长三
角地区的、由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合
肥、宁波等44个城市构成的华东簇，和由西
安、鄂尔多斯、兰州、银川等49个城市构成
的西北簇。

同簇节点之间具有关系更为密切的特
性。从图 6来看，普遍上同一簇的城市在地
理上相邻或临近，说明基于人口流动的城市
紧密性仍遵循地理空间效应的制约。但华南
城市簇在空间上呈现出跳跃性，同时分布在
4个独立空间内，可见流空间背景下，人口
流动存在部分克服空间摩擦的趋势。
4.3 城市网络关联特征

以“流”表征的空间联系，可以直观的识别城市的网络特征。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
中国城市网络中有 3053条流权重超过 1000人次，占总条数的 9.6%，而其承载的人口流
权重占网络总量的高达 94.6%，即中国九成以上的人口省际流动发生在一成的城市关联
路径上。分别以1万以上、0.1~1万、100~1000人次人口流绘制城市网络关联强度分级图
（图 7），3个权重等级分别包括 683条、2370条、4905条流，占全网络关联路径数量的
2.1%、7.4%和15.4%，并分别承载全网络中74.1%、20.5%、4.4%的人口流权重。

① 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共同构成的菱
形结构内[43-44]，尤以核心城市及其近域的城市之间，反应了地理邻近性的特征，全国和区

表1 城市网络簇结构统计表
Tab. 1 Statistical table of clusters in city network

簇

0

1

2

3

4

5

6

覆盖省份

四川 西藏 新疆 贵州 青海 云南

河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山东 山西 河南

黑龙江西北

广东 福建 湖南 湖北 江西 海南 河南

江苏 上海 浙江 安徽 河南

山西 陕西 河南 内蒙古 甘肃 宁夏 青海

山东

主要城市

重庆 成都 昆明 贵阳 乌鲁木齐 拉萨

北京 天津 沈阳 哈尔滨 长春 济南 太原

齐齐哈尔 呼伦贝尔 兴安盟 大兴安岭

广州 深圳 武汉 东莞 郑州 长沙 赣州 南昌 厦门

上海 苏州 南京 杭州 合肥 宁波 温州 上饶 常州

西安 玉林 鄂尔多斯 兰州 银川

徐州 宿州 临沂 菏泽

数量(个)

70

74

6

82

44

49

12

图6 中国城市网络簇结构图
Fig. 6 City network cluster structure in China

图7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强度分级图
Fig. 7 Classification maps of city network connection strengt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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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以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一线为人口流
动强度空间差异的分割界线，城市网络密度东密西疏、流权重东高西低。分界线以西城
市网络关联趋于串联结构，即大量城市依赖于特定门户城市与城市网络进行关联。如北
京是东北的重要门户，西安、成都分别是西北、西南地区门户；分界线以东网络更趋于
并联结构，城市间的互通性更高。

② 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与重要交通设施对人口流动网络产生框架性的导向作用。京
津、长三角城市群以中部腹地武汉为指向，珠三角城市群以重庆为指向，形成了3个人
口高强度高密度关联的扇形结构，并存在明确的辐射范围，且影响范围大体与城市群覆
盖地域相吻合。同时，京广铁路、北京—上海两条横向轴线，上海—西安、长江经济带
两条纵向轴线上的空间强度远高于其他区域。
4.4 网络关联的导向特征

优势流是对城市网络简化分析的一种方法[40]，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城市网络的优势
流分析，强调了一个城市在宏观尺度下的地位。通过各城市第一、二、三优势流的关联
特征绘制图 8，并将关联数量前三位城市的流标红，以凸显核心城市的主导作用。可见
京、沪、渝、广、深5个城市呈现出全局的控制力量，其控制力与关联性显然已经克服
了地理空间距离的制约。其中，北京主要关联了东北、华北大部分城市的优势流，同时
也远触及新疆、海南；上海主要体现在对近域城市的控制上，以江苏、浙江、安徽为
主；重庆控制范围主要位于新疆、广西、四川，且关联第一优势流的数量（31条）远高于
同为西部门户城市的成都（7条）；广州、深圳主要体现在第二、第三优势流的关联上。

作为中国的首都和多种权力、功能最
集中城市，北京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绝对支
配地位。从第一、第二、第三优势流来
看，关联北京的城市数量远高于其他城市
（表2），且辐射空间尺度大，显示出一种集
权导向下的人口省际流动组织特征。可
见，中国超大城市的作用强度与联系广度
或已跨越行政界线，全国成为了空间虹吸
效应的落脚点。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关
联数量并未展现出与实际发展和以往研究
结论中地位相匹配的重要性，如西北门户
城市西安、中部中心城市武汉。

表2 城市关联优势流数量位序表
Tab. 2 Table of cities associated with dominant flows

位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一优势流

城市

北京

重庆

上海

广州

深圳

成都

赣州

南京

南阳

徐州

数量(个)

51

31

26

9

8

7

5

5

5

5

第二优势流

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天津

重庆

西安

成都

赣州

东莞

数量(个)

39

17

17

13

12

12

9

8

8

6

第三优势流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东莞

天津

西安

长春

苏州

成都

数量(个)

28

21

16

14

13

13

11

11

10

9

图8 基于优势流的中国城市关联特征
Fig. 8 Association feature map based on dominant flow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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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

5.1 计算结果与二维特征
从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的计算结果来看，尽管位序有所变化，但二者前十名城市均

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苏州、广州、杭州、深圳、南京、廊坊（表3）。首先，转
变中心性和控制力共同衡量了城市在网络中交换和支配资源集聚与扩散的结构性优势位
置。在相同数量的资源交换路径条件下，加权度中心性更高的城市节点凸显了核心地
位，因此，北京、上海、天津、苏州、廊坊、保定等城市所关联的高强度人口潮汐流推
高了其中心性与控制力的结果数值及位序，部分城市的地位等级也明显要高于实际发展
情况和以往研究结论。

其次，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考虑了关联城市对于测度城市的影响，使三亚、烟台、
安庆、南昌、青岛等人口流大多关联了度中心性高的城市、且流分布相对均衡的城市在网
络地位上比其他测度方法有所提升。这5个城市转变中心性位序较其加权度中心性位序
均至少提升20位。这是一种择优路径选择的乘法效应。另一方面，依存度参数的加入使在
资源交换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的城市的中心性显著收敛。广安的转变中心性位序较其加
权度中心性下降了116位，主要原因是广安高达90.8%的人口流权重是关联重庆一个城市。

再次，在城市网络中，关联路径的增加，一方面增加了资源交换机会，同时也将减
少与其他节点的关系强度。中心性和控制力的相反机制在于，在同样关联权重下，一个
拥有大量潜在关联机会的城市将给测度城市带来给多的交易可能性，而一个存在路径依
赖的城市显然要更容易被测度城市施加控制力。因此在计算公式中，测度城市关联了高
度中心性城市，得到了一个高中心性因子，相对应也得到了一个低控制力因子。如呼伦
贝尔—齐齐哈尔权重占呼伦贝尔加权度中心性的47.7%，齐齐哈尔的度中心性为154，排
在337个城市中第239位，二者相乘得到一个较低的呼伦贝尔中心性因子，相除得到一个
较高的呼伦贝尔控制力因子。又如兰州人口流的主要关联城市中，多为海东、西宁、银
川、中卫等低度中心性城市，这些城市由于交换机会的缺乏导致了对现存路径的依赖，
最终提升了兰州作为区域门户的城市地位。

以往研究认为度中心性最高的城市，即同城市节点存在最多直接关联的城市，能够
直接调动的潜在网络资源的能力最高[45]。中介中心性是一个节点出现在网络中最短路径
上的频率，以观察城市在网络关联中的结构性位置，因此桥接点往往拥有较高的中介中

表3 转变中心性(AC)、转变控制力(AP)统计表
Tab. 3 Directed centrality and power for selected cities

位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城市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苏州

广州

杭州

深圳

南京

廊坊

AC

1.000

0.698

0.379

0.281

0.265

0.196

0.173

0.167

0.159

0.153

AP

1.000

0.650

0.344

0.332

0.229

0.235

0.160

0.199

0.192

0.100

位序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城市

武汉

西安

成都

徐州

郑州

东莞

沧州

石家庄

长沙

保定

AC

0.139

0.124

0.114

0.109

0.096

0.091

0.085

0.085

0.084

0.080

AP

0.123

0.128

0.095

0.123

0.083

0.131

0.071

0.077

0.080

0.062

位序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城市

嘉兴

邯郸

无锡

合肥

唐山

宁波

哈尔滨

赣州

沈阳

佛山

AC

0.078

0.078

0.073

0.072

0.063

0.061

0.057

0.057

0.056

0.054

AP

0.060

0.073

0.067

0.058

0.045

0.055

0.069

0.062

0.079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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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从图 9 来看，度中心性
（图 9a） 和中介中心性 （图 9c）
位序散点呈线性分布，城市间差
异较为均衡。而转变中心性（图
9b）和控制力（图9d）位序为幂
率分布，呈现“长尾”特征，表
明城市网络的极化效应显著。少
量城市位于高值区，大部分城市
数值低，且低值区城市间差异很
小，这是一种资源集聚的累积效
应的结果。对比中国城市化发展
现状、人口分布特征和以往研究
结论，显然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
更能揭示中国城市发展的差异情
况，较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
对于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位置
的测度也更加合理。
5.2 等级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

使 用 自 然 分 裂 法 Natural
Breaks （Jenks）对中心性和控制
力进行分级（表4），并基于二者
在不同等级的匹配关系对城市划
分类型。首先，城市网络等级呈金字塔结构，4个等级城市数量比约为 1:5:35:178；其
次，普遍上城市的中心性与控制力呈正比例关系（图 10），高中心性城市的控制力相对
也高，即能够良好集聚、扩散资源的城市对于资源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也强。反映在城市
类型上，是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苏州、广州、杭州、深圳、南京为代表的高中
心性高控制力的典型城市。同时，也存在以武汉、廊坊、太原、贵阳、福州为代表的高
中心性低控制力的枢纽型城市，和以兰州、中山、呼伦贝尔、通辽、鄂尔多斯为代表的
低中心性高控制力的门户型城市。

在城市等级结构中，除了占绝大比例的地方型城市，地方级典型城市的数量远高于
其他等级类别。这 54个地方级典型城市在网络的资源流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

图9 度中心性、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控制力—位序散点图
Fig. 9 Rank scatter diagram of degree centrality, alter-based centrality, and

power, betweenness centrality

表4 城市等级结构表
Tab. 4 City hierarchy table

等级

国家级

区域级

地方级

地方性

类别

典型城市

典型城市

枢纽城市

门户城市

典型城市

枢纽城市

门户城市

边缘城市

中心性值域

0.380~1.000

0.125~0.379

0.125~0.379

0~0.124

0.032~0.124

0.032~0.124

0~0.031

0~0.031

控制力值域

0.345~1.000

0.132~0.344

0~0.131

0.132~0.344

0.034~0.131

0~0.033

0.034~0.131

0~0.033

城市(数量/个)

北京 上海(2)

天津 重庆 苏州 广州 杭州 深圳 南京(7)

武汉 廊坊(2)

成都 西安 徐州 郑州 东莞 佛山 长沙 石家庄 无锡 合肥 哈尔
滨 沈阳 南宁 济南 昆明 青岛 长春 张家口 大连等(52)

宣城 邢台 泸州 洛阳 贵阳 南通 福州 泉州 衡阳 九江(10)

兰州 中山 邵通 呼伦贝尔 通辽 银川(6)

银川 四平 梧州 秦皇岛 湛江 郴州 连云港 济宁 扬州等(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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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效地防止了城市网络位序—规模曲线过早收敛，避免了资源向顶层城市的过度

集中。

利用表4的等级结构绘制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分级图（图11）。首先，典型城市与城

市行政等级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行政职能。行政级别越高

的城市越容易获取各类政治、经济、社会等稀缺资源，因此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

城市是典型城市的主要构成。在空间上，前文提到的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人口流

动强度分割界线以东的省份，均拥有1~3个典型城市。典型城市不仅在转变中心性上地

位突出，同时也在控制力上表现突出，与其周边、甚至全国的其他城市都存在较为密切

的联系，和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从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上看，典型城市对于资源集聚与

垄断的力量要远高于其他城市，并且预计未来这种框架性的力量将越发明显。

其次，受到空间外溢效应的影响，城市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城市对其周边城市具有强

引导和等级的提升作用，因此高中心性城市的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尤以在北京、西安、

武汉、上海四市围合的矩形空间中。相比之下，高控制力城市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与

高中心性城市的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不同，在分界线以西，内蒙古、甘肃、宁夏三省中，

也存在银川、兰州、鄂尔多斯、昭通等高作用力的门户城市，作为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

流动的桥接点。可见，控制力的测度结果良好的反映了现实中部分门户城市在人口流动

过程中承担的中介与集散职能。

图10 转变控制力—中心性X-Y和局部放大图
Fig. 10 Scatter map of alter-based power-centrality and local enlarging graph

图11 转变中心性、控制力分级图
Fig. 11 Classification map of alter-based centrality an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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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① 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是近年来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法。在以往研究中，仍存在

对这一理论辨识与应用的模糊性。本文基于网络拓扑结构的分析指出，递归概念用于城
市网络的研究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其适用于树形结构而不适用于局部存在完整图
的网络测度。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与递归概念并无关系。由于考虑了间接关联对于测度
城市的影响，因此较传统度中心性类测度方法，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更符合地理空间的
非均衡的普遍规律。

② 移动数据日益成为表征居民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基于百度迁徙数据发现，中国
人口省际流动的空间异质性显著，九成以上的人口流发生在一成的城市关联路径上。大
规模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共同构成的菱形结构内，其
中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形成了三个人口流动高强度、高密度的扇形结构，并存在明确
的辐射范围。全国和区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哈尔滨-北京-西安-
成都一线是人口流动强度空间分布的显著分割界线。以此为界，城市网络呈现东部并
联、西部串联的关联结构。

③ 通过中心性与控制力的匹配特征，发现网络资源对城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与
空间效应。城市网络中，既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苏州、广州、杭州、深圳、
南京等以高中心性高控制力为特征的典型城市，也包括武汉、太原、贵阳、福州等以高
中心性低控制力为特征的枢纽型城市，和兰州、银川、鄂尔多斯、昭通等以低中心性高
控制力为特征的门户型城市，而后两者仅凭传统度中心性类测度方法是无法被辨识出来
的。因此在城市网络研究中，区别中心性和控制力概念，对加深城市复杂多样化内涵的
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④ 城市的网络结构将极大加速资源的集聚。改革开放、户籍制度宽松背景下，以劳
动力为代表的自由流通要素，受外部条件吸引及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在传统行政界
线的制约将被逐渐打破。首先，具备中心性与控制力双重优势的典型城市，不仅与其近
域、甚至全国城市都产生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承担着区域人口流动的门户角色，而这
些城市多为行政权力突出的直辖市和省会。在城市结构的重塑过程中，可以预见，典型
城市在网络中将形成广泛的集聚、垄断效应和强劲的网络管制。

⑤ 门户城市现象亟需重视。受到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地域和城市网
络中的边缘城市直接关联中心城市的机会较低，成本相应更高，一般是首先关联区域门
户城市，继而与网络中心城市进行资源交换。门户城市桥接了所在区域的资源交换行
为，对于资源流通的控制具有明显的垄断特征。这一现象的结果是，一方面低等级城市
存在路径缺乏与路径依赖的弊端，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缺乏门户城市的区域
将难以形成有序的城市发展体系，并导致资源向高位城市关联集聚的过早收敛。
6.2 讨论

在一段时间内，以人口或GDP等属性量化指标衡量的首位城市，对城市等级认知存
在指向作用。网络为城镇体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力，不仅本地规模集聚，城市
的外向交互关系也已经日益受到重视。城市网络是复杂的、多重的。网络资源交换作为
城市规模累积的发展过程，网络地位和位置成为了城市功能的映射，而城市等级也将成
为中心性与控制力在网络中空间分配的结果。因此，将城市网络研究置于一维的等级分
层的视角下，将难以与以往基于属性数据构建的城市体系研究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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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城市网络中控制力的研究意义与急切性。尽管Neal为城市控制
力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但实际上，当前研究尚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一个具备说服力的
测度方法。在Neal绘制的中心性与控制力区别图中，较大网络的中心节点是“中心的，
但缺乏控制力”，较小网络的中心节点是“有控制力的，但缺乏中心性”。然而，网络的
中心节点显然也是网络的最中心。而这一条件性的结果必然是，中心性与控制力存在普
遍的结果相关联。因此，Neal的研究方法也无法解释一个非中心位置的节点能够产生更
强的控制力。另一方面，本文基于人口流动对于中心性与控制力测度结果显示，普遍上
城市的中心性与控制力成正比例关系（图8），其根本原因是不同等级城市关联的人口流
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即便是作为的门户城市的西安、成都、乌鲁木齐、兰州，控制了中
国广袤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其控制力也无法与关联了极大近域通勤人流的廊坊、苏州
相提并论。然而，控制力的本质是支配[46]，体现为支配资源、信息等在城市网络中有效
流通的能力。正如Derudder等、Hesse指出，控制力是城市在其腹地范围内的统治其他城
市的力量[47-48]。基于这一思路，本文认为才是理解城市控制力的真正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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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based centrality and power of Chinese city network
using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flow

ZHAO Ziyu1, WEI Ye2, PANG Ruiqiu2, WANG Shijun2, FENG Zhangxian2

(1.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61,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alter-based centrality and power has become a focus
in the research on city networks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paper, the conditionality of recursive
theory utilization to city networks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topology
structures. In addition, an urban network i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Baidu migration data
and measured using the complex network method, improved alter- based centrality, and the
power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e use of recursive theory for the
analysis of urban networks has specific data structure requirements, suitable for tree structure,
but not for the local existence of complete network structure measurements. Secondly, small
world phenomena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mobility exhibit obvious core- periphery
structures at national and regional scales. This means that the nation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mportant transport facilities play key roles in enabling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network. In this context, the Harbin- Beijing- Xi'an- Chengdu- Dali line
exhibits a significant network of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boundary divisions. Thirdly, the
use of alter- based centrality and power reveal hier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in the
urban network,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ffects, including spatial one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network city resources. In this case, the network includes not just Beijing,
Shanghai, Chongqing, and Guangzhou, high power quintessential cities with high centrality,
but also a number of smaller lower power hub cities, including Wuhan, Taiyuan, Guiyang, and
Fuzhou, as well as gateway cities that exhibit both low centrality and high power, such as
Lanzhou and Yinchuan. Thus, the concepts of centrality and power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broad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urban diversification.
Keywords: alter-based centrality and power; city network; population flow; recurs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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